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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探讨了陈嘉庚在现代中国象征符号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在增强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的突出贡献。作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积极参与并推动

了国旗、纪念碑等象征符号的设计与建设。在国旗问题上，他反对国民党以党旗替代国旗，力主国旗

改革，最终支持五星红旗成为新中国国旗，强化了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与此同时，他参与人民英雄

纪念碑设计，主持修建集美解放纪念碑，彰显了对新中国历史新纪元的纪念与宣示。此外，陈嘉庚还

关心黄帝陵的修缮与保护工作，重视黄帝符号对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陈嘉庚为推动构建新中国的象

征符号系统，从而推动全体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

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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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an Kah Kee’s involvements in constructing a semiotic system for modern 

China.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he opposed using the KMT’s flag to symbolize the RC， and 

advocated for designing a new Chinese national flag. After 1949， he actively supported the Five-star Red 

Flag to symbolize “New China” . He also took a part in designing 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and 

led the building of the Jimei Liberation Monument， which both announced a new era. In addition to that， 

he car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Huangdi Mausoleum， and emphasized Huangdi’s symbolic meaning 

to encourage all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to identify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Overall， Tan Kah Kee’s 

dedication of using symbols was significant in the making of a new China led by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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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作

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1］这一自在自觉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

念。”［2］这一共同体理念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抽象问题，更与现代国家建设的现实政治密切相

关，从而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人成为主体力量的现代社会，国家认

同不是简单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国家结构体系的质量决定着其

塑造民众国家认同的能力，而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也塑造着国家结构体系。”［3］

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体意识，象征符号体系扮演着重要作用。特纳认为，象征符号和人民

的利益、意向、目标和手段相关。［4］这一体系还包括庆典、祭祀等象征性的行为举动，以传递文化

信息，［5］“仪式象征符号成了社会行动的一个因素”。［6］值得注意的是，“从原始民族的图腾标志到现

代社会中的国旗和国徽等等，都是形式不同的象征符号。”［7］换言之，象征不仅仅作用于古代社会或

古老民族，对现代共同体的构建同样有着深入认同的底层机制作用。有论者指出，“政治象征现象是

人们生活中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政治象征的多种形式与其多样的政治功能之间的复杂组合

和运用，使象征符号能够成为跨越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并实现其基本社会功能的人类共有的组织策

略。象征在意义上的弹性本质，也使得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政治系统可以运用和操纵它们达成具体

的政治目标。”［8］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蕴含集体记忆、集体情感和集体信仰的抽

象社会意识。”［9］作为现代中国史上的著名侨领，陈嘉庚一生的事迹功业为建设一个团结有力的、包

括海外华侨在内的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已成为公论。但已有研究主要从陈嘉庚

推动民族独立、促进国家统一的功绩与思想出发，探讨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对其通过

象征符号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贡献，尚未有系统研究。本文将以前人未曾注意之档案等

史料为基础，梳理陈嘉庚在国旗、国庆日和纪念碑、黄帝陵等现代中国象征符号体系建构史上的作

用，着重探析其在构建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历史记忆、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等方面的重大贡献和历史意义。

一、陈嘉庚与近现代中国的国旗

国旗以其图案、颜色、形状等象征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价值取向、国土范围等，是现代国家最

为鲜明的视觉和最重要的象征之一。中国古代本无国旗，近代以来，“城头变幻大王旗”，黄龙旗、铁

血十八星旗、井字棋、五色旗、青天白日旗等不仅是清政府、革命派、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等各派宣

示自身政权存在的重要象征，也是其构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可谓“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

缩影”。［1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旗之争主要为清朝末年革命派内部的青天白日旗与井字

旗之争，以及民国成立后的“青天白日满地红”、铁血十八星旗、五色旗之争，而以北伐后东北易

帜，全国统一于“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下暂告段落。

（一）反对国民党政权以党旗代国旗
“任何一种象征都是由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两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而象征符号是“象征

意义的表现形式”。［11］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世界各国之国旗必有取义”，是代表国家的标志，对塑

造国民的政治认同起到重要作用，“对外对内关系至大”。［12］他认为，五色旗“系汉满蒙回藏五族，

共和立国之义，何等正大光明，宏伟美观”，而将国民政府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列为民国

成立以来“对政府最不满者”两件事之一。［13］

陈嘉庚支持五色旗而反对“青天白日满地红”，这并不意味着陈嘉庚支持北洋政府，而反对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他本人曾亲自参与孙中山在新加坡晚晴园主持的国旗设计讨论会，深知孙中

山对青天白日符号情有独钟，十分坚持。1956 年，在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之际，他曾回忆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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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们十多个人就和孙中山先生在那里讨论要缝制什么样子的国旗，讨论结果就决定用

青天白日旗”，［14］“刚好旁边有人端上来一杯开水，中山先生瞥见杯中泛起了红色，就若有所感

地说道：‘红的颜色很好！’”［15］从其事后回忆中，并不能看出陈嘉庚当年有反对青天白日旗的

意思。

事实上，陈嘉庚绝不是因支持北洋军阀而认同五色旗。1929 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不

久，胡汉民、孙科、伍朝枢、傅秉祥等国民政府要员访问新加坡。因新加坡总商会仍悬五色旗而未

挂青天白日旗，胡汉民等人拒绝到访。实际上，“总商会未换旗为总领馆未换之故”，［16］并非新加坡

华商在政治上倾向北洋政权。早在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陈嘉庚即“手订规则，交南洋商

报经理，命悬挂办公处，其语为‘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当其时，陈嘉庚与南京国民政府未

有联系，反而是与“西南政府要人既多相识，又有消息来往”，有较为密切的“个人交情”。但陈嘉

庚“主张应服从中央政府”，从民族与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不得因私废公”。［17］

陈嘉庚之所以反对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主要是认为青天白日“系一部份人党徽，与

国际无何关系”，不能代表国家。而北伐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便即野心变更国旗，以为中华民国

是国民党造成，应将青天白日党旗为国旗，俾国民党功勋永存，政权亦可永操”。［18］在陈嘉庚看来，

五色旗虽然不是孙中山所属意，但五色旗为国旗经过民意机关表决，为“我国光复后孙总理在南京

就职，公决用五色为国旗”，［19］具有相当之合法性。而国民党以党旗改易国旗之举，不仅证明国民党

政府以党代政的政治主张，而且透露出以此象征塑造民众认同对其长期执政地位的政治野心。在陈

嘉庚看来，民国成立后，虽然国家政局不稳，但袁世凯“野心称帝另有一样旗式，与五色旗无关”，

而北洋军阀虽然割据地方、混战不止，但“仍用五色国旗，亦莫非遵守国徽，其胜败与国旗完全无

关”。［20］可以看出，陈嘉庚认为应尽量保持国家标志的稳定性，这也是国旗、国徽等能够真正成为

民众所共同接受的共同体标识的重要前提。更重要的是，陈嘉庚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认

可五色旗有“五族共和”之意，意在国家象征层面呼吁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不过，旗帜之意义既与其宣称的象征含义有关，更与其背后的政权紧密相连。在人民群众心目

中，五色旗与北洋军阀关系过于密切，带有旧时代的鲜明印记。而抗日战争时期，伪满洲国、伪蒙

疆联合自治政府等伪政权都使用了类似五色旗的“国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五色旗加上火焰及

“和平建国”字样，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直接原样采用了五色旗。这使得五色旗进一步遭到人民唾

弃。同样，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亦使得青天白日旗无法继续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新中国成立

前夕，新政协决定重新制定新中国的国旗。陈嘉庚积极参加了新中国国旗的设计和确定过程。

（二）参与新中国国旗设计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陈嘉庚是会议代表之一。他发言表示，“这次祖

国大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极有影响，对海外华侨也有很大影响”，“华侨对祖国的愿望快实现了。”［21］

会议决定下设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由马叙伦任负责人，陈嘉庚为成员 

之一。［22］

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是构建新中国符号象征体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陈嘉庚对此高度重视。

1949 年 9 月 3 日，他发表文章驳斥美国国务院所公布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在文章中他

回顾此前在东北解放区等地的考察经历，感受到解放区的新气象。他说，“余在故乡南洋所未见”，

“解放未及一年，百废多举，实难能可贵。”［23］他还专门强调：“不日人民联合政府成立，我灿烂之新

国旗，飘扬全国，全面胜利在即，人民空前团结，力量日趋伟大。”［24］

在征求新中国国旗、国徽和国歌等方案时，新政协筹备会曾发出征求启示，指出新国旗应注意

表现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以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政权特征，并要求形式“庄严简洁”，“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以作为新中国

的象征。［25］在国旗评选过程中，初选第十一号国旗呼声颇高，这面旗帜上面三分之一为白色，“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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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下面三分之二为红色，“象征革命政权”，左上方有一颗红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26］第

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推荐此旗。

陈嘉庚因事缺席了此次会议，［27］不过他之后专门找到组长马叙伦提出反对意见。陈嘉庚认为，

这一国旗图案“与印尼的相似”，只是“印尼旗没有星，我们增加一星”。而且，旗帜上面白色部分

在阳光下看不见。更重要的是，从象征意义的角度看，这面旗帜也没有“表示工农联盟之意”。陈

嘉庚强调“红旗绝不能配其他白黄等色条”，因为“这种色条使人容易误解为革命不彻底”。他主

张“最好用中国式之斧头镰刀和星”，并指出此前征求启示中明确要求国旗须象征工农联盟，所以

大部分应征图案“都有斧头、镰刀或其他表示工农之图案”，而“我们一律不采用，这是有背民意

的”。［28］郭沫若对此解释到，之所以不采用镰刀斧头图案，是为了避免与苏联国旗过于相似。陈嘉

庚则表示，如果考虑到这个问题，应在报纸上再征求一次国旗，以求慎重。［29］1949 年 9 月 14 日，

陈嘉庚出席第六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除了上述看法外，他还指

出：“要说星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黄星红星是不能代表的。菲律宾是黄星，纽芬兰是红星，他们

都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只有白色星才能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他又表示，“再要注意一点就是

黄色容易看成深灰色，红色不拍照不易显示出来。” ［30］

可见，陈嘉庚强调新国旗必须蕴含明确的革命象征，力图使新国旗能够真正代表全体中华儿女。

为此，他耗费了大量心思进行研究，亲自动笔修改、绘制心目中的新国旗。［31］《文汇报》记者在采

访陈嘉庚时，发现他的房间里“放了十几种新国旗图案”，“这位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常常仔细研究哪

一种新国旗图案对于新中国最合适。”每当有人走近钉在墙上的各种彩色纸贴成的图案时，“老先生总

会走过来解释哪一种的意义怎样，哪一种颜色如何”，“他的福建话滔滔不绝。”［32］

后来，由于国旗方案迟迟不能决定，9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由周恩来、马叙

伦、郭沫若、陈嘉庚等人出席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

参考资料第三十二号图为新中国的国旗。陈嘉庚率先发言表示，“我从东北回来，就很关心国旗问题，

我完全赞同毛主席所讲的第三十二图案。”［33］陈嘉庚所支持的“第三十二图案”，即为后来的五星

红旗。

几个月后，即 1950 年 2 月，陈嘉庚在接受《南侨日报》访问时回顾国旗诞生的过程，并解读道，

“那时，毛主席提出一个主张，说凡是由铁锤镰刀的图样的，都不必加以考虑，因共党旗帜本有镰锤

图案。毛主席认定当前国情应组织联合政府，所以国旗上就无须标明某一党的特征。” ［34］这与陈嘉庚

一直反对的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显露出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新气象。

1949 年 10 月 1 日，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陈嘉庚在《新中国观感集》中写下了

自己记忆中的开国大典：“天安门的大广场，墙壁是红色的，参加典礼的队伍执的五星国旗也是红色

的，队伍所提的星灯也是红色的，在天安门上看下来，红艳艳的，好像一片红海。”他从色彩象征的

角度指出，“中国人一切都喜欢红的”，“中国人民欣逢几千年来，空前的大喜事”，在北京“张红灯，

结红彩，执红旗，贴红联，变成一个红艳艳的红色首都”，“这正合中国人民的心理。”［35］

以五星红旗为新国旗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外，海外华侨高度认同这一新中国的新象征。1949 年 10

月 10 日本是国民党政府的“双十节”，但是海外各地侨胞“在十月十日纪念辛亥革命节时，大多数

都悬挂五星红旗的新国旗，而拒绝悬挂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

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五星红旗是新中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五个认

同”的重要符号。陈嘉庚支持五星红旗最终成为新中国国旗，体现了海外华侨的意愿。

二、陈嘉庚与近现代中国的纪念碑

纪念碑以有形之物质造无形之纪念意义，在塑造集体记忆、增强认同感以培育共同体意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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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独特作用。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想象共同体’在首都建构国族记忆空间，作

为形塑国族认同之有形基础，乃一普遍的政治文化与技术……统治政权习以纪念性建筑、机制与空

间之营造，物质化特定‘想象共同体’共同认知之过去与记忆，作为该群体召唤与形塑集体认同的

基础。”［37］

（一）筹划建立蔡公时纪念像
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此类纪念物对塑造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1928 年 5 月，济南惨案发生后，

陈嘉庚等人在星洲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在南洋华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塑造过程中，

发挥了特殊作用。除了筹款汇回国内支持反日斗争之外，陈嘉庚还试图完成一件十分具有象征意义

的工作，即建造蔡公时纪念像。

蔡公时时任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济南惨案当日，一群日军

强行闯入交涉公署，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 将蔡公时亲手悬挂的国家标志中华民国国旗和孙

中山画像撕毁抛掷于地上。蔡公时与之英勇斗争，但寡不敌众，被日军“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

去双目”，惨遭虐杀。［38］为纪念民族英雄，唤醒国人斗志，使国人不忘国耻国难，陈嘉庚专门筹集 3

万余元，准备“在南京择地为公时立铜像”。后因种种原因，直到 1936 年才向德国订购得铜像，暂

存新加坡。［39］尽管蔡公时铜像未能如陈嘉庚之愿伫立于南京，但此事充分体现出其爱国主义思想，

以及借助纪念碑（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想法。

（二）参与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新中国最重要的纪念碑，莫过于人民英雄纪念碑。2018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并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矗立在首都北

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

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人民英雄纪

念碑及其名称、碑题、碑文、浮雕、图形、标志等受法律保护。”

陈嘉庚非常看重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 年 9 月 30 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一致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

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决议通过后随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的奠

基典礼。A当日下午六时，各代表就位后，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在周恩来致词之后，全体代表均

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的碑文。［40］

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陈嘉庚参与了关于建碑和审定碑文的表决

过程，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此事令陈嘉庚记忆深刻。1950 年，陈嘉庚将当年报章所

载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情况的文章，摘录进其所著《新中国观感集》，［41］并于印刷后在南洋

和国内广为赠送传播，向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新中国的重要标志。

不过，1949 年 9 月 30 日进行的是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并没有确定纪念碑的具体形式。1951 年

5 月，为更好地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同意，专门成立了“首

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兴建工作。“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政协全国委员

会、全国总工会、中宣部、文化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等 17 家单位各推派代表一人为委员组成，

其中就有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代表王纪元。［42］这充分说明，为团结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塑造新中国

最重要的纪念碑，必须充分考虑海外华侨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见，并将其吸纳进

书写共同历史记忆的工作中。

陈嘉庚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亦非常关心。纪念碑正式开工以后，群众和专家仍不断对纪念

A 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决议通过的具体过程及其碑名等问题，参见章舜粤：《人民英雄纪念碑若干问题考

证》，《党的文献》202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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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的造型提出新的修改意见。陈嘉庚专门组织华侨绘制图纸，并制作水泥柱头模型，花费 15 万多元

（旧币）运费寄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43］尽管由于史料缺乏，暂不知陈嘉庚组织设计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是什么样子，但这一行为本身即意味着，陈嘉庚高度认同以纪念碑形式团结教育广大

人民群众、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他看来，华侨群体在这一共同历史记忆的塑造过程中不应

缺席。

（三）主持修建集美解放纪念碑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认为，“值解放之昌期，蒇复兴之盛事，意义深重，宜志刻铭”，［44］在其

倾注了一生心血的集美学村主持建造了一座高达 28 米的宏伟纪念碑。该纪念碑正面镌刻着 1952 年 5

月 16 日毛泽东应陈嘉庚之邀亲笔题写的“集美解放纪念碑”七个大字，［45］背面则是陈嘉庚亲自撰写

的碑文，“追念历次革命战争与本校废兴经过”。［46］对于纪念碑形式的内涵象征，他明确说明，“基层

底八级，象征八年抗日战争，上层三级，象征三年解放战役。”［47］陈嘉庚极为看重这一纪念碑及其

背后民族解放的象征意义。直至病重临终时，陈嘉庚仍不忘留下遗言叮嘱道：“纪念碑必须保持清洁

卫生，需修补的要修补，如油漆、（刷）灰水等。”［4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嘉庚将碑文落款时间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决定国旗国歌时，同时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严格说来，陈嘉

庚这一纪年书写方式并不正规。中国自古有“改元”之文化传统，陈嘉庚在公元纪年之前冠以新中

国国号，实际上是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彰显出其对新中国的高度认

同，也是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了人们对新中国的认同。

陈嘉庚认识到纪念碑、纪念像等纪念物在塑造集体记忆、激励群体信念等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其一生中多次参与到这类纪念物的设计与建筑工作之中，其刻苦付出与爱国精神是我们今天进一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不能忘记的。

三、陈嘉庚与黄帝陵

空间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神圣空间是一种典型的实在空间”。［49］黄帝陵是近现代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载体。2015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

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50］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活动加以改造利用，初步构建

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

渐为人接受。［5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

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52］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嘉庚在民国时期和新

中国成立后，非常关心黄帝陵的保护，多次祭拜黄帝陵，体现了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40 年，为支持抗战事业，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当年 5 月 31 日，在

赴延安途中，陈嘉庚特意安排谒祭黄帝陵活动，并雇照相馆拍照留念。当地政府预备好香案，“排列

果物数品”，陈嘉庚“焚香行最敬礼”，祭毕还向县长和当地学生百余人发表演讲，表示此行“代表

南洋千万华侨，回国慰劳考察，鼓励抗战民气”，并“收取国内军民社会好印象，回洋作宣传材料，

冀得增加金钱外汇之助力”。［53］此行给陈嘉庚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黄帝陵一带

“古树森列茂盛”的景象，包括轩辕庙“庭边有数株大树，有一树圆三十余尺，据云自远古时代迄

今”等事迹。［54］

解放战争期间，黄帝陵及周边一些建筑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破坏性改建，“构筑成一座碉堡。陵周

古柏也横遭砍伐作了工事，陵园内到处修筑炮兵机枪阵地及各种战壕”，轩辕庙也变为“营房”。［55］

据 1951 年新华社报道，“黄帝陵庙前许多曾遭国民党匪帮溃军严重破坏的门、窗、碑碣，已被人民政

府修葺整顿，恢复旧观。”［56］但总体而言，黄帝陵依旧受损严重，环境凌乱，有待进一步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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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8 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陈嘉庚在华侨事务委员会

副主任庄明理及其秘书张其华等人陪同下，赴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等地 16 个省市参观

考察，“了解一些情况，传达给国外华侨，使国外华侨能全面了解祖国解放前后的变化情况。”［57］其

间，陈嘉庚不断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有关领导人写信，反映考察情况并提出建议。［58］途中，陈嘉庚

晋谒了黄帝陵、张良庙等名胜古迹，并于张良庙外“停留约三小时许”，对这些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

大人物及其象征符号深有感触。他发现黄帝陵保护状况其实不佳。在同工作人员回顾自己 1940 年的

黄帝陵祭祀之行时，他认为当时“黄陵里面清洁整齐，有专人看管，影响还好”，这次再来，“看来不

如过去，庙宇破烂严重，又不清洁，也没专人管理，埋了许多群众的私墓，好像成了公墓地，很不

好。”［59］陈嘉庚据此提出，“此等民族历史遗迹，宜加保护、修饰”，［60］并于 9 月 20 日A向毛泽东去

信，提出三点意见：B

一是关于黄帝陵和轩辕庙整修保护事宜。“院中历代碑石犹在，千年古柏森森。惟庙宇木料多已

腐坏，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私坟如鳞。曾查询县长，据说自解放后至今

未派人看管。保护山陵标语虽有，但徒有其名。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

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庙竟任荒废，抑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61］

“爰议勒令有关部门拨款修整及派人专管”。［62］

二是关于陵山环境保护的问题。“陵山从山麓到陵上有古柏五万多株，山下有水，水外有高山围

绕，实为山环水抱风景优美之地，将来交通改进，游览者必更多，但因未设专人管理，陵园古柏或

朽或斜，任其自生自灭，殊为可惜，甚至山上任人挖掘埋葬坟墓，为此，应迅速建立专人看管制度，

禁止私人造坟，保护古柏树木，整理陵山。”［63］

三是关于毁弃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所立石碑的问题。“黄帝陵位于陵山之中，陵前原竖有明嘉靖

滇南唐奇所题《桥山龙驭》石碑。蒋介石又于 1940 年C在帝陵前建一碑亭，并在亭中立《黄帝陵》

大碑遮在古碑之前，其用意可知。解放后蒋中正三字虽已琢磨，但字迹仍隐约可看，庚意应将蒋贼

所立石碑弃毁，以免玷辱古迹。”［64］陈嘉庚认为仅仅挖掉蒋介石的名字是不够的，应该将整个石碑

卸毁，因为“只挖掉名子，不毁掉整个碑子，游人参观见到这个碑子，不免要问，我们势必要予解

释，岂不等于原来的名子还存在吗？所不同在原来是以碑显名，现在是以口传名。蒋介石罪恶滔天，

不能容他所题碑子留在黄帝陵”。他还认为戴季陶所题碑刻也应“立即毁掉”。［65］

概而言之，陈嘉庚强调黄帝陵是“我国民族历史遗迹”，为守护国家民族历史，增强国家民族认

同，应予以很好的保护修缮。且他反对蒋介石等人的石碑，意在否认国民党政权的当代合法性，继

A 长期服务陈嘉庚的秘书张其华称此信写于 9 月 20 日，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周恩

来文化文选》均称陈嘉庚 10 月 9 日来信，或许信写于 9 月而发出于 10 月，或由于当年交通不便，经过较长时间，

毛泽东才收到信件。参见张其华：《陈嘉庚在归来的岁月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57 页。

B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周恩来文化文选》未刊出全文，仅择要登

出。又，笔者曾于陕西省档案馆查阅到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央报告陈嘉庚在黄帝陵发表意见情况的电报，亦有相

关内容。陈嘉庚秘书张其华记录了信件的三点意见，在内容上与上述出处之记载大体一致，字句略有不同。张

其华是“党派去给嘉庚先生做秘书的”，长期在陈嘉庚左右，此次长途考察也主要由他负责具体事务，参考陕

西省馆藏有关档案，张其华所记内容更为完整，应是可信的。但由于“当年的记录绝大部分已经收归政府档案，

无法调用”，故而张其华的记录虽然意思不差，但字句不符合陈嘉庚信件原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本文三点

意见将综合上述记载及相关档案。参见陈毅明：《代序》，载张其华：《陈嘉庚在归来的岁月里》，第 1、3 页；《中

共陕西省委员会关于陈嘉庚反映要求修葺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住过地方家具问题的电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

案，档案号 123-1-1792-2；《中共汉中地方委员会统战部关于陈嘉庚路过汉中的情况和反映报告》，陕西省档案

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23-8-62-25。

C 此处应是陈嘉庚记忆有误，蒋介石立碑系 1942 年而非 1940 年。当时蒋介石曾计划亲自前往黄帝陵祭

奠，后因故未能亲往，便题写“黄帝陵”三字并刻制高大石碑立于陵前。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

省志·黄帝陵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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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塑人们对新中国国家的政治认同。

黄帝陵的破败现状令陈嘉庚一行人念念不忘。后来，他们在汉中参访张良庙［66］及其后去青海

考察时，［67］都在谈话中就 1940 年和 1955 年的黄帝陵保护情况进行对比，回北京后又积极向中央统

战部提意见。［68］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陈嘉庚来信中“当时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

洁，古树逢枯补植，鉴今想往，不胜差异”等字句旁划上竖杠，［69］说明黄帝陵的今昔之比对他亦有

所触动。于是，毛泽东将陈嘉庚的来信转给周恩来，表示“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

议是有道理的”。［70］收到毛泽东批转的陈嘉庚来信后，周恩来作出明确批示，要求“黄陵应明令保

护和修整”，“蒋碑应毁”。［71］1956 年 3 月，黄帝陵得到整修。1959 —1963 年，黄帝陵又经过多次整修。

其中，1962 年较大规模的整修也是毛泽东亲自批示周恩来，责成陕西省有关部门进行的。［72］

今天，每年都有大量海外侨胞拜谒黄帝陵，参加黄帝陵祭祀典礼，表达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的高度认同。陈嘉庚对黄帝陵的关心及其对黄帝陵修缮保护所做出的贡献，值得铭记。

四、结语

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毕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他一生高度认同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为国奉献的历史进程中，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塑造了光辉典范。他关注

各类符号、仪式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且特别强调通过新旧中国的强烈对

比，以激发人们对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如前文所述，他强调新中国国旗的革命含义、修建

集美解放纪念碑、主张保护黄帝陵等。再比如，国庆日也是现代国家最为重要的象征符号之一。1950

年 10 月 1 日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国庆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以 10 月 1 日取

代双十节为国庆日，“因其含义各有不同”。他认为，武昌起义之后，“不但未能建立真正之民国，即

于推倒帝制一事，亦未能根本清除，名符其实”。中国共产党则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不但肃清封建

及专制余孽，而且建立伟大空前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全国人民于水火而登诸衽席”，“将与苏联等

先进国家并驾齐驱”。［73］陈嘉庚为推动构建新中国的象征符号系统、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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